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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代在美华文作家文化认同的嬗变

——以白先勇小说《孽子》为例

李谷雨

云南大学

[摘　要]白先勇的小说《孽子》看似是在叙述一群青少年的经历，实际却具有更广泛的代表意义，代表的是孤独中对中国

文化的归属和认同。白先勇的其他作品也体现了作者对中国文化的认同。在跨文化的过程中，作者的文化认同不可避免地发生

变化，过程中虽经历了文化孤独，最终却形成了文化认同和归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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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从《孽子》透视白先勇的文化孤独

《孽子》中的主要人物，根据白先勇在卷首语中对他们

的描述，是一群“在最深最深的黑夜里，独自彷徨街头，无

所归依的孩子们”[1]。他们心中充满不被家庭和社会接纳的

孤独感。第一部放逐仅有两段，交代父亲愤怒地将李青逐出

家门，以及学校给李青的退学通告。第二部都在叙述以李青

为首的青少年的家庭以及青少年游离于家庭之外的生活。

因为家庭破碎，这群青少年在家庭之外的地方寻求温

暖。至于这样的尝试是否能够成功，作者没有直接给出答

案。从已经发展完整的情节来看，答案似乎是否定的。小弟

因为打伤丽娜的幼子而被送去警察局，李青寻找无果。因为

林茂雄家人的反对，林茂雄无法带小玉去东京。吴敏的一片

真心没有得到张先生的善待，反而经常遭到训斥。他们的种

种努力并未使创伤愈合，反而加深了孤独。

事实上，在《孽子》中，白先勇并非只是在书写青少年

的归属和认同。“孤儿孽子原都只是现实家庭中失怙失爱之

子辈的通名，在此转为国族认同与原乡追寻时无所依归者的

总体喻称。”[2]强烈的孤儿孽子情结背后是大陆迁台人士的

共同心理。书中个人的经历与社会的历史交织，揭示出背后

20世纪50年代对祖国的思念是普遍突出的现实问题。

二、从《孽子》透视白先勇的中国文化认同

尽管通篇弥漫着孤独感，《孽子》却蕴含着对中国文化

的认同。这种认同体现在小说中青少年的行为和思想两个方

面。

从行为上看，小说中青少年的行为选择符合中国文化的

标准。孝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，“子道要求子女对父辈要

敬、孝、不违、劳而无怨”[3]。儒家思想强调子女对父母的

爱和服从，在书中的青少年的行为中有所体现。吴敏的母亲

怀孕时父亲入狱，吴敏在二叔家出生，小时和父亲很陌生。

吴敏的父亲不是在监狱，就是带着他流浪，因为经常欠租，

多次被房东撵出门。吴敏却给出狱的父亲买各种生活用品，

嘱咐父亲生活的细节。吴敏侍奉长辈张先生也是尽心竭力，

张先生中风后，吴敏从餐厅下班后每天去医院服侍，面对他

人的劝阻和不解也毫不动摇。小玉和母亲相依为命，从小

就对母亲说要帮她把父亲找回来，去各个观光旅馆查日本旅

客名单，在信中也不忘嘱咐李青帮忙给他母亲买她喜欢的鸭

饼。李青的母亲偏爱李青的弟弟并嫌恶李青，李青仍按照母

亲的遗愿将她的骨灰带回家，并承担照顾弟弟的责任。

从思想上看，小说中的青少年始终保持着强烈的对家

的眷恋。其一是对家庭和家人本身的眷恋。“我”不被父母

疼爱，被父亲逐出家门，却仍然“不禁想起我们那个七零八

落、破败不堪的家来”[1]；小玉总在猜测父亲的去处，幻想

父亲突然发迹从日本回国，把自己和母亲接到东京。其二，

作者还通过青少年对与家人相似的他人的眷恋，反映青少

年对家人的眷恋之深。李青把智力有问题的孩子“小弟”带

回家，给他吃鲜奶和芒果，给他洗澡；吴敏执意照顾与父亲

年龄相仿、性格相似的张先生，是为了寻得家庭归属感。李

青与小弟、吴敏与张先生本是萍水相逢，前者对后者产生好

感、愿意为之付出，不过是因为他们与自己的家人相似，侧

面反映了青少年对家人的情感。

三、从其他作品透视白先勇的文化认同

白先勇是将领白崇禧之子，出身于显贵的中国家庭，

从自身的经历中切身地感受到这一代“自愿放逐”的“漂流

的中国人”失根的无奈和复杂的心境。[5]尽管受美国文化影

响的时间更长，白先勇却对中国传统文化尤为关注。童年和

少年时代，他阅读了大量中国典籍，“小学五年级便开始看

《红楼梦》，以至于今，床头摆的仍是这部小说”[6]。他还

从事传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实践：致力于传承昆曲，并在

中文大学举办《红楼梦》的公开主题讲座。

白先勇的小说有两个特征，其一是人物对归属感的渴

望。除了《孽子》，短篇小说《寂寞的十七岁》也体现了

这一特征。杨云峰不如兄弟优秀，却更渴望获得父母的认

同，给自己寄邮件、拨空号等怪异行为是为求得关注。其

二是对中国文化的认同，包括作者本人的文化认同（“谪

仙怨”“谪仙记”的标题具有浓郁中国风格，“金大奶

奶”“我们看菊花去”取材自早年的国内生活经历）和作品

中人物的文化认同（如“芝加哥之死”中吴汉魂无法融入芝

加哥的灯红酒绿、始终牵挂着国内亡母）。

同时，过去和现在的关系也融合在身份认同中。“台北

只是他们人生失落之后客居的‘梢’，大陆才是他们生命生

长的‘根’。而遗憾的是，仅仅作为生命寄寓的‘梢’，却

是他们眼前的现实，而作为他们生命的‘根’的大陆，却又

成为往昔的记忆和‘明天’的梦。”[6]白先勇笔下的人物无

法割舍对过去的执念。现在常是过去的投影：如《梁父吟》

以诸葛亮影射王孟养，《秋思》以华夫人象征“中华”。而

他们的过去关涉的正是故乡、亲人。追忆过去仍归结到怀念

家园的问题。

参考文献

[1]白先勇.孽子[M].桂林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15.

[2]梅家玲.孤儿？孽子？野孩子？——战后台湾小说中

的父子家国及其裂变[J].文艺争鸣，2012（6），14-26.

[3]林存阳.中国之伦理精神[M].成都：四川人民出版

社，2000，233.

[4]刘登翰，庄明萱.台湾文学史（第二册）[M].北京：

现代教育出版社，2007，478.

[5]刘登翰.遥望那一树缤纷：台湾文学漫论[M].镇江：

江苏大学出版社.2017，299.

基金项目：课题项目：本文为云南大学2020年度国家级

创新训练项目“跨文化视角下当代在美华文作家作品中的文

化认同研究”（202010673044）成果。


